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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媒体的公共性问题一直是传媒研究的重要论题。在实践层面，深嵌于不同历史

结构与政治图景中的公共媒体的公共性建构方式颇为不同。特别是在政治民主转型与商业体系

先行与主导的媒体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台湾公共电视，其公共性建构与实践的独特经历引人关注。

从结构论与过程论双重视角出发，对台湾公共电视公共性建构过程中的理念形塑与实践发展予以

梳理，可以发现台湾公共电视的成长既与台湾政治民主化历程紧密扣合，也是在政府、政党、民间

团体等各利益群体的互动、呼吁与回应下共同完成的。但同时，台湾的民主政治仍不成熟，威权统

治的残余、深层的族群对立以及公民文化的欠缺同样阻碍着公共电视的公共性施展，使其陷入现

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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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重要的传播制度，又因具有鲜明公共机构特征，公共媒体及其发展备受关注。但是当

前关于公共媒体的讨论多囿于欧美国家，并将这些西方模式作为一般性存在予以论述，事实上，不

同国家或地区社会历史背景及媒体制度孕育下的公共媒体模式是迥然相异的。中国台湾地区特殊

的历史变迁过程与政治发展面貌使得我们难以用西方公共媒体的既有经验与线性历史逻辑来解释

与思考台湾公共电视的形成及其公共性实践。在西方公共媒体备受冲击而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台

湾却在政治民主转型与商业体系先行和主导的媒体环境中建立起公共电视台，并将之集团化，其发

展经历作为公共媒体公共性建构的独特样本值得深入研究。

一、公共性、公共领域与公共媒体的兴起

“公共性”作为一个炙手可热又颇受争议的词语，常与“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公共空间”
等词语一同出现，不同学科领域与理论背景下的公共性内涵与规范的理解颇为不同，大致形成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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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物品说、公共需要说、公共事务说和公共领域说等不同观点，对于公共性存在的场域，有的指向公

共权威领域，有的指向公共舆论领域，有的指向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领域。［1］但无论于何种语境

中，“公共利益”、“公众的”、“公开的”都被视为“公共性”的应有之义。
传播学界在讨论媒体公共性时，常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为其诠释与批判的工具。在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将“公共性”作为理解“公共领域”的核心内容，认为公共性本

身就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相对立，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

公共事务的地方，他将个人批判性意见的自由表达视为实现公共性的必要条件。［2］

在哈贝马斯看来，17 世纪末英国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与政党报刊的建立推动了公共领域发

展，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报刊对当局的政治决策展开讨论与批判，以此影响公共权力机关

的政策，［3］与咖啡馆、沙龙等场所一同构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并衍生出政

治公共领域。［4］但 19 世纪中后期商业报刊对政党报刊主导地位的取代却使得资本主义侵入，造成

媒体媚于政治势力与商业利益的现象，商业媒体对广告的依赖使受众由批判性公众沦为消费大众，

政党也通过广告与公关实现其对于公共领域的操控。于是，媒体的公共性论述被权力或金钱所主

宰，从一个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沦落为操纵伪公共领域的工具。［5］

虽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论述因存在一些偏颇之处而受到质疑，如聚焦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却

忽略平民公共领域的发展［6］，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具批判性过于理想化的表述［7］等。但其关于

公共领域的论述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作为媒体公共性研究的基础，如潘忠党将媒体公共性界定为

“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用哈贝马斯的语言，就是媒体必

须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要求而展开其实践。［8］而且哈贝马斯对商业化和资本力量对媒体公共领域

的蚕食及影响的批判也清晰地反映出，在现实运作中，体现公共意志的公共领域本身已经被各种利

益团体所侵占，消费主义色彩浓厚的伪公共领域凸显，“公共性”逐渐弱化。因此，建立一个既能独

立于政治与资本控制的媒体公共领域，以此保持媒体独立性与实现媒体公共性尤为重要。
在实践层面，不受政府直接管制又不受市场压力的公共广播电视媒体的兴起被视为媒体“公

共性”形态建构的关键内容，并且公共领域理论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辩护。史蒂文森( Steven-
son) 曾将此总结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公共领域强调独立的批判辩论空间，而公共广电在理念

与制度运作上强调独立于经济与国家，正是提供了这一空间; 第二个层面则是公共领域可以为不同

团体与阶级提供参与及对话的机会，而公共广电所标榜的重要理念之一，就是提供相互沟通的平

台; 第三个层面是公共领域通常将公众视为公民而非消费者，这一点一直为公共广电所倡议。［9］

但是，不论是公共性还是公共领域都是一种规范性的概念，而非经验性概念，因此公共领域的

理想可以作为公共媒体的目标，但二者之间并非可以完全等同。深嵌于不同历史结构与政治图景

中的公共广电媒体，在实际的制度构建与实践运作中呈现出不同理念诉求与形态。如被尊为公共

广电典范的英国 BBC 是以国家利益托管人方式出现，并建立起国家主导型的公共广电制度范式;

而美国公共广电的建立显然遵循着另一条路径，在商业电视主导的广电体制下公共广电是作为商

业广电的“补充”存在。台湾公共广电所涉及的独特政治地图与历史限制，使其“公共性”的建构过

程和呈现方式与前面两种方式大相径庭。

二、台湾公共电视发展及其公共性建构

正是缘于在公共性建构上，公共广播电视往往被视作“一种接近公共领域( 的) 制度设计”，［10］

强调独立运作且不受政治与商业力量的不当干预，被寄望于在其所建构的领域内意见与观点能够

自由地表达并促成公共对话，并将观众视为公民而非消费者，从而包含了民主政治参与的意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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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共广电，不仅是媒体或文化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11］因此，厘清与分析台湾公共电视及

其公共性理念与实践的生长脉络的一个重要取向，即是将其与台湾政治转型相结合。
本文一方面基于结构论关注背景因素、社会结构对事物进展的重大影响［12］的理论视角，将台

湾公共电视置于当时的政治结构中予以解读，视台湾政治转型为公共电视发展的重要条件，剖析这

些既定的结构条件对其公共性建构的制约与促进; 另一方面，结合过程论重视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

力量互动的推动作用［13］的研究取向，强调政治转型中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对台湾公共电视建

构过程产生的影响与作用，从而更为完整地展现这一过程的独特性，即超越单纯结构论重“社会前

提”而忽视过程中的具体因果关系，以及过程论者常以理论逻辑推演替代现实情境真实认知的疏

漏，以对台湾公共电视及其公共性建构过程形成系统分析。
( 一) 威权统治下公共电视构想的提出

20 世纪 60 年代，国民党虽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起威权体制，但是 60 年代末期美国外交重心

向中国大陆的转移，使得失去外来支持的国民党不得不通过分配公共资源争取特定社会团体的支

持，［14］从而走向威权统合主义。［15］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建立起官控商营的电视制度，20 世纪六七十

年代由官方主导相继成立台湾电视公司( 简称台视) 、中国电视公司( 简称中视) 与中华电视公司

( 简称华视) ，在官方控股的同时邀集部分民间企业入股，实行商业化运作。于是，电视被建构为

“道德的教化工具”与“商业的利器”，［16］但是商营体制对利润生产的强调却使得台湾电视陷入恶

性竞争，电视节目品质低落，弊病严重。
正是出于对商业电视追逐利润模式的不满，台湾学术界提出了最早的“公共电视”构想。20 世

纪 70 年代初，台湾政治大学李瞻教授基于道德教化的角度多次撰文建议政府主导创设公共电视，

不播放广告并以执照费作为财政基础。［17］但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政府部门对建立公共电视的倡

议才有所回应。1980 年 2 月，孙运睿表示“应在目前三家电视台之外，再成立一家公共电视台，负

责制作没有广告的社会教育节目，以配合国家政策与教育的需要”。［18］

然而为了顾及无线电视台经营者利益，政府只能以“最小变动”为原则，难以通过建台这一结

构上的变动解决商业电视问题。因此，经行政主管部门指示，1984 年 2 月，公视节目制播小组成

立，主要人员由新闻局人员兼任，经费来自于台视、中视、华视的部分盈余，每周制作 15 小时文宣或

政宣节目无偿供上述三台使用。1986 年 12 月，该组纳入财团法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成为

独立于新闻局之外的一个民间组织，但仍无专属频道而需征用三台时段播出节目。
因此，在威权统治时期，既因党国体制收编下的社会团体鲜少挑战既有体制所限，又受制于国

民党所形塑的作为“宣传”与“营利”工具的电视意象，最初的公共电视构想重在摒弃商业化的负面

影响且重视教化意义，却多将公共电视置于政府的管控之下。而且在当时的情境下，国民党和政府

部门成立节目制作组却放弃建台的制度安排，既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对媒体商业乱象不满的知识

分子的需求，还可以保有政府对三台的控制，同时顾及无线电视台经营者利益，但却造成公共电视

名实不符，缺乏实体与制度层面的保障。
( 二) 民主转型的开启与公共电视建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一连串的政治改革，如解除戒严、开放报禁与党禁、第一个反对党得以成

立并被允许合法活动等陆续展开，威权政体松动并逐步地释放垄断资源并分享给市民社会，这些变

化在给媒体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为公共电视构筑起发展空间。
一方面，1987 年的解严以及随之而来的报禁解除在放宽言论自由尺度的同时也使得政府在媒

体管制方面开始松绑，逐步开放了有线、无线与卫星电视。但商业电视林立导致的恶性竞争却将台

湾电视进一步地推入低俗化深渊，党政军的介入经营也使得电视台缺乏效率且无法反映社会需求。
另一方面，在台湾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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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面对台湾媒体环境恶化与政治干预的忧思，纷纷成立或参与各种社会组织，如 1987 年成立的“消

费者传播权益委员会”、1995 年成立的“党政军退出三台运动联盟”以及 1996 年成立的“民间公共

电视立法行动联盟”和“公共媒体催生联盟”，［19］并最终汇集于无线电视公共化的诉求。
在社会运动推动下，公共电视建台构想于 20 世纪 90 年代正式进入台湾的传播决策圈。1987

年 12 月，由台湾新闻主管部门成立的公视筹委会首次提出“公视设台计划草案”，1992 年，行政主

管部门又提交了基于政府需求的修改版，1993 年，民进党立委谢长廷也提交了旨在恢复筹委会建

议的另一版本。［20］而在长达近十年的草案提交与审议中，对关系到公共电视的独立性、公共透明的

原则与服务公共利益诉求的主管机关归属、公共电视董事会组建方式以及经费来源等方面，不仅各

党派难以形成共识，学界与政府的意见也不统一。“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公开信事件”①与“国民党取

消公视建台计划事件”②等都体现出公共电视建台过程中的争议与波折。但也正是在这种争议之

中，政府与民间关于“公共电视”政策与建台的对话得以展开，并在此过程中意图厘清应如何建构

公共电视体制。
历经数年讨论，最终于 1997 年 5 月 31 日“公共电视法”以“小而美”的公视方案通过，1998 年

7 月 1 日台湾公共电视台( 简称公视) 正式开播。根据“公共电视法”，公共电视台属于全民所有，

经营独立自主，主管机关为台湾地区新闻主管部门; 在经费及其技术许可范围内，提供国内各地区

观众完整的收视机会; 董事由行政主管部门推举人选，再由立法主管部门的审查委员会多数票同意

产生，并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聘任; 经费来源为政府编列预算捐赠、基金运用之孳息以及从事公

共电视文化事业活动之收入等。但是“公共电视法”第一条中“弥补商业电视之不足”却显露出公

共电视的“补充性”定位，使公共电视规模受限而难以与商业电视相抗衡。
于是，因应于威权政治结构的突破，反对党与民间社团等国民党外意见得以进入公共电视讨论

中，公共电视建台的主要诉求转为进入民主政体改革阶段后设立一个由政府编列预算、不受商业化

左右的公共电视台。至此，台湾的公共电视台才呈现出些许独立于商业与政府的公共性特征，它向

商业逻辑与党政军势力运作下的媒体产业与台湾社会宣示了“公共”的可能。
( 三) 政党轮替提供公共电视集团化契机

2000 年台湾政治史上首次政党轮替标志着台湾民主政治进入新阶段，也为公共电视的进一步

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政党相互较量中，传播学界、业界以及民众的呼吁受到重视，并在一定程

度上呈现于竞选政策之中。2000 年选举之际，学界专家借由帮候选人陈水扁撰写竞选政策的机

会，在《公民社会的传播媒体政策蓝图》中提出“增加台视与华视的国有股权成数”，通过扩大公共

电视改变台湾公视起步晚规模小的境况以节制商业电视，并建议“未来应修法使政党不能拥有任

何电子媒体股权”，［21］以党政军退出电子媒体来保证媒体的公正性与电波的公有性。
另一方面，民进党上台使其在竞选时为提升社会支持率而提出的政策纲领具有了实践的可能。

2003 年底，既是出于对竞选承诺的回应，又因无线电视陷入经营困境，民进党政府提出“卫星广播

电视法”、“有线广播电视法”以及“广播电视法”( 简称“广电三法”) 修正案并经立法主管部门通

过，确立“党、政、军不得投资广播与电视事业，政府与政党必须在广电三法修正案公布两年内退出

经营”。正是借由党政军退出无线电视经营的契机，媒体改造学社与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等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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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 18 位教师在 1992 年利用行政主管部门移送公视法草案至立法主管部门审议之
际，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批评行政主管部门，要求行政主管部门回复原草案的规范: 人事方面，由行政主管部门
提名董事人选，立法主管部门大会行使同意权; 财政方面，要求公视能独立提出预算给行政主管部门审议; 主管集
团，公视既然是某种行政法人，以不设主管机关为宜，特别是掌管政府宣传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并不合适。

1997 年 4 月 16 日，“公共电视法草案”审议经历一个重大转折，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党政研讨会决定取消公
视建台计划，而“公共媒体催生联盟”与“公视职工联谊会”发起的拯救公视活动使面对存废危机的公视再获生机。



团体要求进一步扩大公共媒体并组成公广集团。在他们看来，“台湾的电视和广播在政府和政党

股份退出之后，绝不能在商业化的浪潮中，沦陷成为更多的商业电视和广播”，而应组建公共广播

电视集团，以发挥节制媒体过度商业化的功能，并强化媒体公共服务的责任。［22］

在外界压力及政党妥协下，立法主管部门于 2006 年 1 月通过“无线电视事业公股处理条例”，

依据该条例，原本官股占有比例达 74% 的华视将透过官股捐赠公视基金会进行公共化转型，而之

前由行政机关分别管理的原住民电视台、客家电视台和宏观卫星电视台，也将交由公视基金会管

理，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初现轮廓。2006 年 7 月 1 日，台湾首家公共媒体集团———台湾公共广

播电视集团( 简称公广集团) 成立，2007 年客家电视台、原住民电视台以及宏观频道加入集团。至

此，“无线电视公共化”与“建立公共广电集团”的目标终于获得重大进展。
台湾公共电视对商业电视形成制衡的构想，到努力独立于商业与政治从而建台，再至进一步扩

大形成公广集团，这是既定历史与社会结构条件下相关利益群体互动的结果。一方面，其发展过程

与台湾政治民主化历程紧密扣合，“如果说当初台湾地区政府在决策建立台湾公共电视的初衷与

最后结果有所偏离是一种历史的偶然，那么台湾公共电视最后的形成则是一种必然，因为台湾公共

电视诞生的过程，正是台湾民主化进程最为快速的二十年。”［23］因此，可以说台湾公共电视的公共

性建构过程是台湾民主深化在媒体领域的呈现。另一方面，名实相符的公共电视是在学界、业界、
民间团体倡议与政府和政党回应的“上、下合谋”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公共电视独立于

党政军势力与商业宰制的理念得以形成，其制度与实体得以形塑，并成为历史与现实脉络中各方政

治博弈主体相互角逐与较量的公共性样本。

三、不成熟的民主政治环境与台湾公共电视现实困境

毋庸置疑，台湾公共电视发展得益于台湾民主政治转型与市民社会兴起，但台湾的民主政治仍

不成熟，威权统治残余、深层族群对立以及公民文化欠缺同样阻碍着公共电视的公共性施展，与西

方国家公共广电经验相比，并未在实体层面完全地实现“公共领域”的规范性功能。
( 一) 族群对立妨碍“对话”达成

哈贝马斯在围绕公共领域所构建的沟通行动理论中指出公共领域是自由表达民众意见的生活

领域，其中人们凭借沟通行动表达意见形成公共舆论，自主地讨论、批评公共事务，并将大众传播视

为实践公共领域精神的最佳场域之一。［24］以此来观照台湾社会，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的同时，“族

群政治”下的族群对立却使得透过沟通得以形成公共意见的领域难以有效形成。
台湾社会语境中“族群”并不仅是出于人类学与民族学意义，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建构性色

彩。［25］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的台湾形成了二元政治社会结构，即外省人在政治上具有宰制地位并

对本土文化予以压制，从而引发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民主化运动”的初始诉求便是“本省

人”要求打破“外省人”垄断政治资源的局面，“族群”议题成为被操纵的对象深入到政治权力结构

调整和政治竞争与抗争的过程中，族群议题也经历了从对政治宰割与文化压制的抗争到族群多元

主义与国族认同冲突的转变。
过去国民党在中国民族主义理念下提出的“省籍融合”的族群同化理想，逐渐被族群多元主义

理想所取代。这种政治上的立场延展至媒体领域，即体现于不仅要求在台湾公视的节目制作中呈

现多元族群的文化与观点，还需“提供公众适当使用电台之机会，尤应保障弱势团体之权益”，通过

陆续增设客家电视台、原住民电视台等少数族群电视台并将其纳入公广集团内，使其观点能通过少

数族群媒体呈现。一般而言，少数族群媒体也往往被视为具有“政治社会化”的功能，能透过价值

观及规范的对话，取得不同族群在政治文化上的共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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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族群之名进行政治竞争与抗争还同时促发了族群对立的形成，从而影响了上述“对话”与

“共识”的达成。为了通过多元政治消解国民党一党专制，民进党致力使“本省人”彰显为一个集体

社会认同符码。与之相应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外省人”对李登辉的“本土化纲领”以及

民进党的批判质疑日趋公开化与激烈化。特别是政党轮替后，族群对立的语言与行动大量涌现，且

混杂着政治意识形态与国族认同的分歧与对抗，如同钱永祥所说，所有的对立关系都变成敌我的关

系，［27］李丁赞则更进一步指出，“在所有敌我对抗中，每一个都紧守着自己的立场，目的是要打倒对

方、消灭对方。于是，所有公共议题都被政治化，都被情绪的对立所取代。没有开放的理性讨论，就

没有公共性; 没有公开讨论的空间，也就不会形成公众舆论。”［28］

族群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广集团内部各电视台之间的“形”合“神”离。以服务特定

族群为主的原住民台与客家台目前由原住民族委员会和客家委员会编列预算委外制作节目，并且

其员工也基本以该族群为主。但这也使得在保障少数族群媒体近用权的同时，将族群对立情绪带

入到集团的实际运作中，难以实现整合与建立共识，正如吕东熹所言，“当前政治上的蓝绿对垒影

响着社会族群情感，甚至该追求公平正义的媒体，反而成为炮制族群仇恨的旗手。”［29］一项台湾学

者进行的调查研究结果也显示，在公广集团整并的这几年间，公视与华视及族群频道之间都缺乏一

个整合性的文化与共识。［30］相应地，集团内部人事纠纷不断，资源共享也不易做到。
( 二) 政经势力影响“臂距之遥”实现

公共广电既需排除政治与商业的不当干预以保证独立运作，又因其名义上为公众所有且由行

政与立法部门代表公众行使职权，而必须向行政立法机构与公众问责，故而兼顾“独立”与“问责”
的“臂距之遥原则”( arm’s-length principle) 成为公共广电制度安排的重要准则被写入许多国家公

共广电机构的内部政策文件中。［31］

解严后，台湾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创造了扩大言论自由与公共参与的有利条件。但必须注

意的是，正如无线电视“公共化”运动与争议所显示的，属于国家领域党政势力发动、规划、主导的

成分居多。虽然党政军势力被要求退出广电经营，但是总有政治人物以立场因素不愿意放弃掌握

媒体，特别是若干财团又挟雄厚的资本快速崛起，公共领域的自主性仍在层层桎梏之中。
体现在公共电视的治理结构之中，即是政党和帮派斗争的渗透使得“臂距之遥原则”落空。目

前台湾公广集团最高治理机构公视基金会的董监事候选人由行政主管部门提名，立法主管部门推

举社会公正人士组成的审查委员会以多数同意的方式，在提名名单中选出董监事后，送请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人聘任。在这种选聘机制下，公视董监事的提名由行政部门内部处理，“审查委员会”也

在实际运作中变成立法主管部门各政党及无党籍人士按席次推举委员会的机制，从而使得选任过

程政党色彩浓厚。在缺乏成熟政治民主文化支持下，公共性被政党与帮派斗争架空。同时，公视董

监事成员从提名到审查的选任过程皆不对外说明或开放采访，难逃“黑箱作业”嫌疑。［32］

而在治理结构的公众参与部分，公众既无法自由应征董监事职务，也难以在信息公开透明的情

况下表达意见。这既由于公众参与缺乏制度保障，也源自于台湾公民文化欠缺下人们对公共事务

的兴趣与参与热情不高。公共媒体也不例外，参与媒体公共化运动的主要团体，如“无线电视民主

化联盟”、“媒体改造学社”的主要成员都是台湾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师、学生与媒体从业者，使

得这些运动都呈现精英化与少数化取向，而且由于这些知识分子总人数少且力量微薄，并不是主导

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难以有效监督公共电视是否符合公共性的实质。同时，由于这些公共化运动

并非为一般社会公众所推动，也就难以呈现出公众的态度与意见。于是，虽努力摈除商业与政治的

染指，但失却了公民的参与，公共电视仍然难以践履公共领域的理想。
此外，财源补助也是影响广电机构独立性的重要因素。台湾公视以政府拨款作为主要经费来

源，从而在财务上对政府有所依赖，这令公视在运作上面临两大挑战: 一是为继续获取充足资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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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 另一方面，公视为凸显其公共性又必须排除政府的不当干预与影响以对公

众问责。而在政府经费和基金拨款金额却相对固定的情况下，面对开发新的数字频道、节目制作成

本与营销费用的逐年增加，公视必然将增加经费的重望寄托于以数字商品销售、代制节目与活动费

为主自筹款收入的增加上。这也难以避免地造成节目制作为迎合市场需要，再度成为文化商品，远

离非营利公视应有的文化、多元与传播近用目标。［33］事实上，从国外案例来看，征收收视费国家的

民众对于公视有高度的参与感。［34］但在台湾竞争性政治背景下，出于选举考虑，政治人物不愿意提

案修法付费收看公视，最有利于发挥公共性、增加公众参与感的收取执照费的方式被束之高阁，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视公共参与的本质。台湾公视如若不能突破经费上的限制，那么在以商

业电视为主流的台湾媒体领域中它将难逃日益边缘化的宿命。

作为公共媒体独特样本的台湾公共电视从概念提出到集团化构建迄今经历近几十年的发展，

在政治民主转型语境与相关利益群体的博弈与互动中，它已然成为台湾商业化媒体环境中的重要

媒体样态，逐步建构起其公共性理想并呈现出独立于政府与商业的公共性特征。但是，对于肩负市

民社会中公共领域重要论坛角色的公共广播电视而言，公共广电的成熟度自然会受到民主政治与

公共领域发展程度的影响与限制。在台湾威权体制留有残余、民主政治还未成熟、公共领域尚未完

全塑成的情景下，公共电视在其实践过程中，还必须面对党派力量的介入以及媒体工作者本身或显

或隐的族群、统独立场等障碍，其公共性难以充分彰显，而这些问题并非单纯地依靠公共电视自身

的创新与变革便能解决。于是，台湾公共电视及其公共性呈现的发展与完善既有赖于公共电视理

念与制度的丰富与健全，还寄望于宏观层面台湾政治民主的深化与公共领域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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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Realistic Predicament of Publicity: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Public Television in Taiwan

YIN Qi
(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edia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commercial media are in
a dominate status，public television st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has been transformed to a media group in Taiwan，and its u-
nique experience of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publicity attracts more attention． Summarizing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ity of the public television in Taiwan from dual perspectives of structural approach and process ap-
proach，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public televis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aiwan’s political democrati-
zation ，and it has been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mong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such as government，political partie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s Taiwan’s democratic politics is still not mature，the remnants of authoritarian rule，the
deep ethnic antagonism and the lack of civil culture also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television’s publicity，and make
public television fall into a realistic predicament．

Key words: publicity，public television in Taiwan，Broadcas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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